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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望抑郁认知易感操作化方法及其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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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合成分数、基于最弱联结假设提出的最大值以及基于解释方式差异性提出的个体内标准差是目前无

望抑郁研究中应用较广的认知易感操作化方法。回顾无望抑郁研究所使用的认知易感操作化方法, 梳理这些

操作化方法对理解无望抑郁症状发展及其治疗的意义, 可发现合成分数与最大值反映了无望抑郁认知易感因

子之间关系的不同侧面, 后续研究可继续对这两种操作化方法进行比较, 以个体内标准差计算出的解释弹性

可能是无望抑郁理论之外新的易感因素, 可为治疗抑郁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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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R395 

无望抑郁是心理学以及精神病学研究者广泛

关注的一种抑郁亚型, 无望抑郁理论提出的认知
易感-应激模型在成人、青少年与儿童中得到了许
多研究的支持。近年来, 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提
出了无望抑郁认知易感操作化方法, 关注怎样才
能更好地把握无望抑郁认知易感的特点、理解认

知易感与抑郁发展的关系。合成分数(Abramson & 
Metalsky, 1989; 引自 Haeffel et al., 2008)、最大值
(Abela & Sarin, 2002)、个体内标准差(Sliverman & 
Peterson, 1993; Fresco, Heimberg, Abramowitz, & 
Bertram, 2006)是目前无望抑郁认知易感研究领域
应用得较多的三种操作化方法。本文拟回顾无望

抑郁研究所使用的认知易感操作化方法, 梳理不
同操作化方法对理解无望抑郁症状发展及其治疗

的意义。  

1  无望抑郁 

无望是指消极的情感、消极的结果以及无助

的期待。Abramson, Metalsky和 Alloy (1989)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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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一词中的消极结果和无助期待引入抑郁情感研

究中, 提出了无望抑郁亚型以及无望抑郁理论。
根据该理论 , 无望抑郁最近端、充分的原因
(proximal sufficient cause)是无望, 即心仪的结果
不出现而厌恶的结果很可能会发生, 个体对此却
无能为力。 

Overmier和 Seligman (1967)从动物因行为连
续遭受挫败而放弃尝试不作为的现象中提出习得

性无助模型。Abramson, Seligman 和 Teasdale 
(1978)结合习得性无助模型以及归因理论 , 提出
了一个解释人类无助和抑郁的归因框架, 指出倾
向于对消极生活事件的原因作出内部的、稳定的、

总体归因的个体在遭遇压力时更可能无助和抑郁, 
这种消极的归因是抑郁发展和维持的危险因素。

随着研究的深入 , Abramson, Metalsky 和 Alloy 
(1989)认为无助模型并不是一个阐析明确的抑郁
理论, 仅仅是对人类无助的一个归因解释, 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无望抑郁亚型以及无望理论。根

据无望理论, 个体先有无助后有无望, 无助是无
望的必要成分, 但不是导致无望的充分原因。 

2  无望抑郁的认知易感 

抑郁认知易感是个体对消极生活事件作出某

种推理的倾向, 也是一种稳定的特质/素质。无望
抑郁理论提出的认知易感包含：(1)对消极生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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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原因作稳定的、总体的归因和/或(2)推论消极
事件会带来很多灾难化的后果和/或(3)从消极的
事件中推论出消极的自我价值。这三种消极推理方

式是无望抑郁远端的促进因素(distal contributory 
cause), 也是无望抑郁病因学链上的重要成分。这
些消极的推理方式与消极生活事件相结合会增加

个体抑郁的危险性, 称为认知易感-应激模型, 或
称为素质-应激模型。认知易感—应激模型是无望
理论的核心, 根据该模型认知易感水平高的个体
在应对压力事件时会触发消极的思维模式并可能

螺旋上升导致抑郁症状的发展。大量的实证证据

支持消极推理方式与消极事件是成人、青少年抑

郁 症 状 (Hankin, Fraley, & Abela, 2005;Gibb, 
Beever, Andover, & Holleran, 2006; Haeffel et al., 
2007; Lau & Eley, 2008; Haeffel, 2010; Lee, Hankin, 
& Mermelstein, 2010; Abela et al.,2011)和抑郁障
碍 (Hankin, Abramson, Miller, & Haeffel, 2004; 
Alloy, Abramson, Walshaw, & Neeren, 2006)发展
的预测指标。 

3  无望抑郁认知易感的测量工具 

无望抑郁认知易感的测量工具主要有归因方

式问卷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ASQ, 
Peterson, Semmel, Baeyer, & Abramson, 1982)和认
知方式问卷(Cognitive Style Questionnaire, CSQ, 
Abramson & Metalsky, 1989; 引自 Haeffel et al., 
2008)。ASQ 根据无助理论编制, 共包含 12 个虚
拟生活事件, 6个积极事件, 6个消极事件, 考察被
试对消极事件原因的归因(包含内部的、稳定的、
总体的 3 个维度), 儿童认知易感的测试工具有儿
童归因方式问卷(CASQ; Kaslow, Tannenbaum, & 
Seligman, 1978; 引 自 Buchanan & Seligman, 
1995)。从问卷的构成来看, CSQ是ASQ的扩展版。
CSQ根据无望理论编制, 共有 24个虚拟事件, 积
极事件和消极事件各一半, 测量被试对消极事件
的原因、结果、自我价值 3 个维度的推理方式。
Haeffel 等(2008)总结了 CSQ 的应用情况, 证实
CSQ 有良好的信、效度, 是测量无望抑郁认知易
感性的一个可靠工具。此外还有青少年认知方式

问卷(ACSQ; Hankin & Abramson, 2002)等。尽管
ASQ 系列工具只测量了消极事件原因的归因, 但
在无望抑郁研究中仍有许多研究者使用这类工

具。无望抑郁认知易感的操作化方法体现在这些

测量工具上就是计分方法。 

4  无望抑郁认知易感操作化方法 

4.1  普遍采用的合成分数 
合成分数用个体所有认知易感因子(CSQ 系

列包含对消极事件的原因、结果、自我价值三个

维度的推理; ASQ 系列是对消极事件的原因作稳
定的、总体的、内部的三个维度的归因)的总平均
值来反映个体的认知易感水平, 分值越大, 表示
个体的认知方式越消极。该方法应用的时间最早、

范围也最广泛, 也是量表编制者建议使用的计分
方法。有研究者采用 3 个因子得分的乘积表示个
体易感性的合成分数(Abela & Sarin, 2002), 但这
种方式应用得很少。本文所指的合成分数也是指

被试无望抑郁认知易感 3 个因子相加的总平均
值。合成分数在很多研究中得到了与认知易感—
应激假设一致的结果。如, 研究者在回顾性研究
(Alloy et al., 2000)和前瞻性研究(Haeffel et al., 
2003)中都发现控制当前的抑郁症状水平, 认知易
感高分组被试比低分组被试显示更高比率的重抑

郁和轻抑郁症状。儿童和青少年消极的认知方式

与消极生活事件相互作用也可以预测抑郁症状

(Joiner, 2000; Brozina & Abela, 2006; Bohon, Stice, 
Burton, Fudell, & Nolen-Hoeksema, 2008; Haeffel, 
2010)的增加以及临床抑郁的发作(Hankin et al., 
2004)。采用这种操作化方法, 研究者在中国青少
年中也发现了支持认知易感–应激假设的结果
(Abela et al., 2011)。 
4.2  基于最弱联结假设提出的最大值法 

采用被试在 ASQ/CSQ 得分最大的因子(即最
消极的因子)代表被试抑郁认知易感水平的操作
化方法是 Abela 和 Sarin (2002)提出的。Abela 和
Sarin 认为, 合成分数以无望理论中三个认知易感
因子的总平均值来表示个体认知易感水平可能会

掩盖最消极的因子以及极端值所包含的一些重要

信息。有研究发现只有一种抑郁质推理方式

(depressogenic inferential style)的个体在经历消极
生活事件后也可能表现出抑郁症状增加 (Abela, 
2001)。为解决合成分数的这一局限, Abela和 Sarin 
(2002)提出认知易感与抑郁的联结强度仅仅取决
于其最弱联结, 即从认知易感方面来看, 最消极
的认知易感因子是个体经历消极生活事件时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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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决定因素。在对量表进行计分时, 研究者
需分别计算被试三个易感因子的平均分, 然后以
分值最大的因子表示被试的认知易感水平。由于

儿童和青少年不同认知易感因子的发展水平及其

对抑郁症状发展的影响可能不一致, 他们可能某
个推理方式很消极但其它推理方式很积极(Abela 
& Sarin, 2002; Abela & Payne, 2003)。因此, Abela
和 McGirr (2007)认为最弱联结假设在儿童、青少
年无望抑郁研究中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儿童、青少年无望抑郁认知易感的研究结果

确实存在较大差异。Turner和 Cole (1994)用发展
的观点来解释这些研究结果的差异, 认为归因方
式可能要在发展了抽象思维和形式运算思维后的

儿童后期、青少年早期才能获得。Abela, McGirr
和 Skitch (2007)认为, 发展的观点并不能完全解
释已有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 不恰当的认知易感
操作化方法是这些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的另一

个原因, 采用最弱联结假设也许可以解决由于不
同易感因素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发展水平以及对抑

郁的影响不平衡所造成的差异。一些研究支持了

无望抑郁认知易感的最弱联结假设。如, Abela和
Sarin (2002)对 79个 7年级儿童追踪 10周发现, 以
最弱联结为代表的抑郁认知易感与消极事件相互

作用能预测无望抑郁症状的增加 ,而无论是对自
我、对结果还是对原因中的任何一种抑郁质推理

方式与消极事件相互作用都不能预测无望抑郁症

状的变化, 采用三个因子总平均分的合成分数和
采用三个因子得分乘积的合成分数与消极事件相

互作用也都没有得到支持认知易感-应激模型的
结果。研究者在 9 年级学生中也发现抑郁质最弱
联结与消极事件结合能预测 6 周后无望抑郁症状
的变化, 但不能预测一般抑郁症状的变化(Abela, 
Parkinsona, Stolowa, & Starrsa, 2009)。 Abela, 
McGirr和 Skitch (2007)对 230个三年级儿童和 152
个七年级儿童进行多的时段追踪研究也复制了这

一结果。另外, 性别在儿童、青少年最弱联结假
设中有重要的调节作用(Josephine, Abela, & Claire, 
2009)。最弱联结代表的无望抑郁认知易感与压力
相结合在低自尊男孩和高自尊女孩中能预测无望

抑郁症状增加, 但在高自尊男孩和低自尊女孩中
不能预测无望抑郁症状的变化 (Abela & Payne, 
2003)。多时段追踪研究中, 研究者发现女孩的抑
郁质最弱联结与压力相结合会引起抑郁症状的增

加 , 在男孩中没有发现该结果(Abela & McGirr, 
2007), 或是在女孩中这种预测效果比男孩更明显
(Abela, Skitch, Adams, & Hankin, 2006)。但也有研
究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如, 在以 2~6 年级中国学
生为样本的一项纵向追踪研究中没有得到支持以

最弱联结假设为认知依据的无望理论认知易感-
压力模型的结果(吴文峰, 卢永彪, 杨娟, 谭芙蓉, 
姚树桥, 2011)。尽管中国样本中得出的结果不一
致, 但由于研究数量的限制, 目前还无法对最弱
联结的适用性进行跨文化比较。 
4.3  基于解释方式差异性提出的个体内标准差

法和一个新概念：解释弹性 
Sliverman和 Peterson (1993)在门诊抑郁患者

和精神分裂症患者解释方式、解释弹性以及应对

方式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了解释弹性的概念, 并将
解释弹性定义为个体解释方式的差异性, 差异越
大则弹性越大。Sliverman和 Peterson发现对压力
事件解释弹性大的门诊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抑郁患

者比解释弹性小的患者功能更好。 Fresco 和
Heimberg 等 (2006) 进 一 步 定 义 解 释 弹 性
(explanatory flexibility)为个体整合经验(historical)
和当前情境因素(current contextual factors)协调对
事件解释的程度, 用被试 ASQ/CSQ 所有条目值
的个体内标准差表示解释弹性, 标准差越小则弹
性越小 , 解释越刻板 , 标准差越大则弹性越大 , 
解释越灵活。解释弹性是在解释方式基础上提出

的一个新概念, 解释弹性注重个体对应激事件解
释/认知的过程(process), 解释方式/认知方式注重
解释/认知的内容(content), 两者都与抑郁的病因
学相关, 但结构不同(Sliverman & Peterson, 1993; 
Moore & Fresco, 2007; Fresco, Rytwinski, & 
Craighead, 2007)。 

有研究提出解释弹性比解释方式对情绪问题

的影响更大 (Fresco, Willams, & Nugent, 2006; 
Fresco, Rytwinski, & Craighead, 2007; Fresco & 
Moorris, et al., 2007; Moore & Fresco, 2007)。解释
弹性与应对弹性显著相关且都有助于预测潜在的

抑郁情感, 而解释方式与生活事件相结合没有显
示出与抑郁症状变化的联系(Fresco, Willams, & 
Nugent, 2006; Zong et al., 2010)。在 78个大学生
样本中, Fresco, Rytwinski和 Craighead (2007)发现, 
在应对压力生活事件时解释弹性而不是解释方式

调节消极事件与 8 周后的抑郁水平, 解释弹性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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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抑郁水平越高, 即使控制解释方式的影响解释
弹性对调节消极事件和抑郁水平仍表现出主效

应。Fresco 和 Heimberg 等(2006)也发现, 在面对
消极生活事件时个体的解释弹性越小抑郁症状越

明显, 大的解释弹性和积极的解释方式相结合可
以为对抗抑郁复发提供最大的保护。 

以被试在消极事件原因的稳定 /不稳定维度
上极端值(极消极或极积极的解释方式)的选择来
表示认知刻板性的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

Teasdale 等(2001)根据部分缓解的重性抑郁病人
对消极事件原因的解释发现认知刻板代表了抑郁

复发的一种易感性。Beevers, Keitner, Ryan 和
Miller (2003)发现有极端思维的病人比极端思维
减少的病人抑郁复发更快。Petersen等(2007)发现
ASQ 的稳定/不稳定维度上倾向于选择极端值的
病人治疗效果更差, 且更可能抑郁复发。 
4.4  比较研究的启示 

根据不同的操作化方法以及无望抑郁认知易

感—应激模型可以很容易对同一被试推论出不一
致的结果。如, 用 CSQ测试被试 1和被试 2的认
知方式, 被试 1 三个认知易感因子(原因、结果、
自我)平均值分别为 7、2、3, 被试 2 三个认知易
感因子的平均值分别为 4、4、4。在面临消极生
活事件时, 采用合成分数则可推论被试 1与被试 2
抑郁风险不相上下, 采用最大值法则可推论被试
1抑郁的风险大于被试 2。如果被试 2根据实际情
况在 CSQ 所有条目上都选择了 4, 被试 1 对不同
条目的选择有差异, 根据解释弹性的观点则可推
论, 在面临消极生活事件时, 被试 2 抑郁的风险
更高。 

即使不同操作化方法可以对同一被试的抑郁

风险作出不同推测 , 但仅仅从统计结果上来看 , 
这三种方法是否可以解释抑郁认知易感不同的特

征也还存在争议。Haeffel (2010)以 251名大学生
为被试采用间隔五周的追踪设计, 比较了无望抑
郁认知易感的合成分数、最弱联结、解释弹性与

生活事件相互作用在预测抑郁症状变化上的差

异。研究结果表明被试认知易感的合成分数与最

大值显著相关(r=.93), 且都能预测抑郁症状在两
个时间段的变化。而解释弹性与合成分数、最弱

联结相关都很低, 且与生活事件相结合不能预测
抑郁症状的变化。Haeffel 推论, 合成分数与最大
值有很大的重叠性 , 并非两种不同的统计方法 , 

而解释弹性在预测抑郁症状时并没有显示出超越

合成分数的优越性。还有研究者发现对消极事件

的原因、结果、自我三种抑郁质推理方式中的任

何一种推理方式单独(Abela, Brozina, & Seligman, 
2004)或与低自尊结合(Abela, 2002)都可以预测大
学生抑郁症状的增加。这些研究结果也从侧面支

持了合成分数和最大值两种操作化方法之间存在

重叠。但这些研究都是以大学生为样本, 而 Abela
和 Sarin (2002)在以儿童为样本的研究中得到了相
反的结果。究竟合成分数和最大值两种操作化方

法是相互对立还是殊途同归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5  小结与研究展望 

认知易感是无望抑郁病因链上的重要成分 , 
对理解无望抑郁的发展、治疗和预防有重要意义, 
也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合成分数、最大值、个

体内标准差三种不同的认知易感操作化方法在目

前的研究中结果相异的多、一致的少。其次采用

最大值和个体内标准差操作化方法的研究相对较

少, 跨文化研究更少。这些操作化方法的革新对
无望抑郁研究的影响和意义目前还是难以充分评

估。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对一些问题进行探索。 
5.1  结合不同操作化方法探索无望抑郁认知易

感的发展特点及其认知易感因子之间的关系 
Abela和 Sarin (2002)曾在研究中表示承认最

弱联结可能会否定无望抑郁理论。究竟最弱联结

假设与解释弹性的提出是挑战了无望抑郁理论的

合理性还是丰富了无望抑郁认知易感的研究, 增
加对无望抑郁的理解, 这是急需回答的一个问题。 

从无望理论来看 , Abramson, Metalsky 和
Alloy (1989)指出三个认知易感成分的关系是“ (1)
对消极生活事件的原因作稳定的、总体的归因和/
或(2)从消极生活事件推论出消极的结果和 /或者
(3)从消极的生活事件推论出关于自我的消极特
点”。该模型认为三个认知易感因子是“和/或”的关
系, 即这三个因子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可能。合
成分数是采用三个认知易感因子的总平均分来评

估被试的抑郁风险, 似乎认为三个因子对抑郁风
险的影响是一样的, 这种操作化方法是对三个因
子彼此之间不确定关系的一种折中的方法。而最

弱联结法用最消极的认知易感因子来评估被试的

抑郁风险, 采取的是最大风险策略, 即个体只要
有一个抑郁质的推理方式也可能会在面临消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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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事件时出现抑郁情绪、抑郁症状甚至抑郁障碍。

因而, 从理论上看, 两种操作化方法都是反映易
感因子之间关系的一个方面, 进一步在成人和儿
童、青少年样本中比较这两种操作化方法, 有助
于探索认知易感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发展特点、对

抑郁症状发展的影响以及不同易感因子之间的关

系, 提高预测抑郁的能力。 
用个体在测量中所有条目分值的个体内标准

差来表示的解释弹性, 就 CSQ/ASQ而言, 倾向选
择极大值(解释方式非常消极)与倾向于选择极小
值(解释方式非常积极)与或倾向于选择任何一个
值的被试其解释弹性是一样的。因此, 不论这些
被试的解释方式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在面临消
极生活事件时, 根据这种操作化方法会推论他们
的抑郁风险是一样的。无望理论的抑郁认知易感

—应激模型认为, 消极的推理方式(对结果、自我、
原因)与消极生活事件是个体抑郁的两个重要元
素。如果无压力事件, 有消极的认知方式与无消
极认知方式的个体之间抑郁的风险并无差异。而

在遭遇压力事件时, 有无消极认知方式以及严重
程度都会影响个体抑郁的风险及其抑郁的严重程

度(Abramson, Metalsky, & Alloy, 1989)。通过与无
望理论比较, 可以发现解释弹性可能是抑郁的一
个易感因素, 但却无法用无望抑郁理论认知易感
—应激模型解释。或者说已有的测量无望抑郁认
知方式系列工具能否测量解释弹性这一易感因素

还有待商榷。因为, 根据无望理论/无助理论编制
的这些工具, 其目的就是测量认知方式, 而非认
知灵活性。   
5.2  解释弹性或可为无望抑郁治疗寻找新的突

破点 
或许对压力事件, 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

解释方式都不如灵活的解释方式更有用(Peterson 
& Bossio, 1991)。因为, 与其给抑郁患者植入积极
的观念改变他的认知内容, 不如让他在面临消极
事件时能多角度思考、弹性解释。对压力事件解

释弹性大的个体能更好地从环境中整合前后信息

作出归因, 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越多, 面对消极
生活事件时个体抑郁的风险也就越小。解释弹性

可能与其它信息加工变量有联系, 这些变量让解
释弹性能对情绪状态发挥影响。解释弹性可以让

个体灵活地从自我中心(self-focused)和冗思中解
脱出来 , 从而获得积极的情绪结果 (Moore & 

Fresco, 2007)。因此, 解释弹性可能是解释方式之
外的另一个新的易感因子, 尽管这一概念难以用
Abramson, Metalsky和 Alloy (1989)的无望抑郁模
型解释, 但进一步探索这个新的易感因子可以为
无望抑郁的治疗和预防寻找新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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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erationalizing the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includes composite score, the highest score, and 
intra-individual standard deviation, which are used widely in depression researches. In the present, we 
reviewed these approaches and appreciated their significance during the course and therapy of hopelessness 
depression. We found that the composition score and the highest score reflected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factors in hopelessness depression respectively. Therefore, comparing the two 
methods would b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future research. In addition, explanatory flexibility, which was 
represented by intra-individual standard deviation, may be a new vulnerability component beyond the 
hopelessness theory, and thus should shed light on the therapy of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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